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李衍文教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叶敏琴  陆美娴  卢丽婷

一、采访时间
2009年10月7日

二、采访地点

三元里校区李衍文教授的办公室

三、人物简介
李衍文教授，男，1935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，1953年高中毕业于汕头市华侨中学，并考上中山大学生物系，1957年毕业并留校任教，1970年进入我校工作，1998年退休；退休前后皆从事中医药对外传播工作。

记：老师您来中医学院工作后就一直是当老师吗？
李：不是。首先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，之后转到外语教研室。
记：在图书馆是干什么呢？
李：就是做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事情咯，那个时候图书馆也就只有六、七人。到了图书馆几年以后我就到了外语教研室。外语教研室我教过英语的课，主要是教“工农兵学员”的班。外语教研室之后就到了生物教研室啦。
记：那到外语教研室工作了多长时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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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大概也就两三年吧。那我到生物教研室之后最后一站就转到新药开发研究中心，现在还在。我是在这里退休的，在这里工作了十二、三年了。
记：那您在大学时为什么是选择生物这个专业呢？
李：这个专业不是我选的。那个时候是被分配到那个志愿的。
记：那您原来是报哪个专业？
李：我原来是报医，我是报中山医的，那个时候叫华南医学院。那个时候考了大学后的录取名单啊，都在报纸上公布的，而且不是在广东省的报纸上登的，在《长江日报》，这是武汉的。所以我们考大学以后就一直在等待《长江日报》。如果找当年《长江日报》的报纸还能找到我的名字。当时录取是很隆重的，都在报纸上登的。那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录取那么多人怎么登啊？十个版八个版都登不了。
记：那时候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？跟现在有什么大的区别？
李：我们那时候念大学跟你们不一样啊。建国初期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同届的医学专业是4年制的。那个时候中大学生的伙食我到现在还念念不忘。不用交学费，饭钱不用交，一个月是12块，你们现在一天呢？
记：（笑）一天都要十几块。
李：我们一个月12块钱，早上就是稀饭跟豆浆。豆浆是没糖的，要糖你自己买。盐当然有啦，他放一盆盐在这里。然后就是粉和面，上面每个都有肉碎，有牛肉碎或猪肉碎。这是早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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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矩，4年都是这样吃。一个礼拜，中午跟晚上吃什么呢？饭堂里都有公布的。例如星期一中午有5个菜，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公布了，到时也就是那么5个菜，你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吃那个，没有什么价钱不价钱的。那个时候虽然是免费，但每一个人都会发一个小本子，一天就撕一张，一张就分三小张，早、午、晚，你去拿菜的时候就把票给他，他就会给你菜。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有广州的同学回家了，我们就把这票收集起来，礼拜天的时候拿面包。因为一个人是两个，酥皮啊，那么有时我们拿两三张就可以拿到五、六个面包，那么拿完面包干什么呢？我们出去。我们从中大出广州很少坐公共汽车，我们是走路出来的。吃完早餐我们就走路出来广州逛，逛完才走路回去，那个面包呢就作为点心，中午就吃那个。那个时候很好，我很留恋。早上要出早操。你不出早操睡懒床，班长会搞你起来。还有下午五点到六点还是六点到七点呢，一定要去体育锻炼，这个时候什么重要的会议都要停止的，你是党会也好，团会也好，学生会也好，你开会都要停的。那个时候叫做“劳动卫国制”。毕业时候你要拿到那个章，参加“劳动卫国制”的章。那个时候很重视学生的身体。所以虽然我们同班同学已过世很多个，但活下来的还不错。这跟50年代年轻时候的体育锻炼很有关系。我想是这样子的。
记：那时候有发生令你难忘的事吗？
李：那个时候，说来话长。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。我从汕头来广州念大学，我盖的棉被呢，是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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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，起码都有20年了，很硬，我来到不到一年那个被套都烂了。……可是呢，老师经常来宿舍里面看，看学生。记得有一个老师叫黄佑琚，教政治课的。他看到我这个太简单了，拿了一条羊毛毯给我过冬。过完冬我才把这个羊毛毯送回去给老师。巧得很，黄佑琚老师大概到80年代也调到中医学院了，还是教政治经济学的，去世了，我念念不忘，念念不忘。因为我宿舍冷啊，那个时候老师他关心，他就拿了羊毛毯来给我过冬，令我很感动。他后来调来我们学校之后，我说起这个事，他说他忘记了，但我至今对他仍念念不忘。
记：当您进入中医学院工作时，社会上对中医的看法是怎样的？有没有一些反对的意见，例如说它不科学？
李：没有，没有听说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很重视。我来的时候我们中医学院的名医很多。
记：那个时候中医学院在广东省是很出名的吗？
李：对，很多老名医啊，而且这些老名医的医德都很好。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吧。有一个老中医叫李仲守。图书馆二楼是他们的内科教研室。我是住在四楼，我的儿子生病了，我背他到二楼给李仲守医生看。那么在没有看之前呢，他不是在那里开诊，是内部的职工有时候生病来这里看病。在我去到以后我还没有看的时候，就来了一个领导干部。这个领导干部有一个秘书跟着来。我坐在旁边看。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李仲守老师帮他看了病之后，就开了方。看病的过程中，旁边的那个秘书不断地给李仲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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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提醒“他是广东省的高干……”，跟着又重新提醒了两次。李仲守医生仍然专注于摸脉、看舌头，接着就开方。没有对那个干部有特殊对待。开完药那个秘书就说：“那个药很便宜的哦！”李仲守医生只回应他一句话：“药不在于贵贱，只在乎能不能治好病。”之后就没有说更多的话。那么轮到我儿子看的时候照样也是一样对待。李医生并没有因为他是干部而故意开一些好的贵的药，事实上他的病都不适合吃那些贵的药嘛，是不是啊？李医生的医德真的很好！他没有想过要去巴结那个高级的领导干部。他医德好，给我触动很深。
记：你刚进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？
李：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，准备打仗啊，防备敌人来投原子弹啊。那时候我们全校师生一起挖防空洞。当年的防空洞现在还在，就在咱们三元里校区足球场周围，一直到现在留学生住的那地方，现在下面大概都是水了。
记：当初你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个事情呢？ 
李：我这30年来做的这个事情，我做的工作叫中医药对外传播，就是把中医中药书籍翻译成英文对外传播。我们学校这个方面在全国来说是处于前沿的。1978年叶剑英元帅有二句话，原话我忘了，大概是说“科学要攻关，要不怕难，要攀登。”叶剑英元帅的这些话给知识分子鼓舞很大，让知识分子认识到科学的春天到了，改革开放要开始了。邓小平也说要做科学攻关的后勤部长，这句话给大家鼓舞也很大。所以我们才开始做这个工作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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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当时我们看到广东的中医药势必要向外传播，因为呢，首先我们这帮人觉得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宝，是宝是因为它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我们中医药古代有这么多名家，例如张仲景啊，孙思邈，还有各种学派的，例如有温病学派的，有朱丹溪，朱丹溪是养阴派的……我们有这么多古代中医药宝贵的经验，从古到今中医确实治愈了很多病，就像三国时期华佗刮骨疗伤啊。中国古代有这么多有名的古代医学家，这是个宝啊。这些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啊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中国人以外的人了解到这些呢？所以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中医中药会传播出去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英文版的《黄帝内经》，那是一个外国人把《黄帝内经》翻译成英文啊，我们看到之后就想外国人都可以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？所以我们就想着做这个翻译的事。
记：你们这个翻译工作有什么感触吗？
李：回忆这30年来，第一个我们没有课题的，第二个我们没有什么经费，这个题目是我们自己想的，就是独立的思维的，我们是看这个形势，加上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指导，那个很重要。当时要做的时候，开始来参加的很少人，不过那些人现在都很有名望的，譬如欧明教授，当时还有一个院长——陶志达，还有赖世隆教授，陈纪藩教授（原第一附属医院院长），还有我，还有其他一些参与者不过已经到海外啦。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有组织编写的动力呢，因为那时候有个教务处处长何志通，这是一个老革命，当时是教务处处长，他很支持。你别看他是搞革命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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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是个粗人，但他来开会来支持这个事情。这也是个鼓舞。这是具体的领导的支持，他说这个事情应该干。那么我们干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我们确定了在传播中医药的过程中，首先要把中医中药的名词的英译搞清楚，譬如说中医里的肝开窍于目，你怎么把它译成英文啊？“肝开窍于目”的英文翻译总要有个统一的标准啊。那么如果要做好这个翻译工作，你首先要把英译摸得比较准，把中医药的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，那么才能开展其他，譬如说中医基础理论，中医诊断学，中医方剂，中药学。这些都属于中医的范畴啊。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医药名词的对应和它的解释。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，那么我们做的成果就是《汉英常用中医词汇》，这是1982年出版的。这是最早出的，是老祖宗了。因为当时没有电脑，是用字粒来排的。当时是何志通处长向出版社社长他的老同事推荐出版，它才有幸面世。这本书呢，当时在国内算是最早之一。《汉英常用中医词汇》是对应词，一个中文词条对应一个英文。《汉英中医辞典》做它的解释，譬如“肝开窍于目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注释啊。中医讲的是肝的病变在眼睛得到表现，这个在英文翻译起来比较长，而且你不能一个字对一个字的或是一个词对一个词地翻译啊。第二步我们做中医名词术语的解释。
记：《汉英中医辞典》这本书编写用了多长时间啊？
李：大概3年吧。
记：那《汉英常用中医词汇》编写又用了多少年？
李：3、4年吧，这两本书都得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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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：那之后呢？
李：之后是《汉英医学大辞典》，做了8年，差不多600万字。我们称之为“八年抗战”。其中的中医中药部分约占十分之一，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刘良、刘中秋、李衍文、欧明、黄月中编写的，没有其他学校的老师。西医部分是全国的名家来编写。第一版是1985年出的。这本书几乎每个医学院、医学单位都会有一本的。它卖的很好的，现在已经第七次印刷啦。这是卫生部主持编写的，欧明教授和我还凭着这本书得奖呢。
记：那刚才那两本呢？
李：《汉英中医辞典》和《汉英常用中医词汇》也都得奖了，《汉英中医辞典》是得了广东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记：您从事中医药对外传播工作将近30年，你觉得这个工作怎样呢？
李：这个工作有今天这个成效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以下的一些特点。第一个是独立思考的能力，第二个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——欧明教授。他英文好，医德好，师德好，非常的宽容，所以他能团结人。第三个就是我们从具体业务来讲，我们先从名词解释入手，然后再分科来搞。这样比较有条理。第四个特点是我们跟香港，台湾，后来还跟澳门合作。因为通过港澳台，它的发行渠道更广。好像这本《中医处方手册》是台湾出的，是1988年出版的。这个是于澳门合作出版的，《澳门中草药》，总共有8册。现在只出了两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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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那么下一个特点，也就是第五个特点是我们学校这个工作在国内是排前列，所谓前列有两层意思，一个是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早，第二个是我们的成果排在全国的前列。我们这30年来，接近有30本著作出版。我们是很艰辛的。当年空调还没有流行，晚上我在办公室工作，蚊子多的不得了，我是穿着水鞋工作的。90年代我爱人生病了在医院吊针，我一边在医院陪她，一边工作。欧明老师当时是副院长，他开会中间有半小时休息时间也过来做。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。这条路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我们没有放弃，很努力把它做好，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成品。其中还有一本杂志，叫做《中医荟萃》，它是国内第一本中医英文杂志。它有一个大老板支持，而且有徐向前元帅题词。元帅题词哦，那可是很了不起的！这本杂志的编辑部放在我们学校里的。这都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啊。它大概从1985年开始出版，头尾大约出了3年。因为这本书原来是在香港印的，后来香港觉得负担太重，就想交给大陆这边印，由它提供经费。可是我们当时出版这些杂志要去北京搞一个登记，我们没有门路就登记不了，最后这个杂志就这样没了。第六个特点是注重为社会服务。第一个服务，广州的中药厂许多都找我们帮药物说明书做翻译，我们前后大概翻译了一百种中成药的说明书；第二个服务，对我们学校的双语教学做出了贡献；第三个我自己主编的书放到网上被更多人阅读，让更多的人可以享用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清华大学千辛万苦找到我要把我主编的书——《汉拉英中草药名称辞典》放到网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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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给我一定的稿费。我这里还有封清华大学那边寄来的信。
记：老师您编写了这么多本书，有没有哪一本书让您觉得很辛苦或是很有成就感的？
李：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这本《中草药异名词典》。为什么觉得有成就感呢？因为这个稿子发到人民卫生出版社，人民卫生出版社是国家级的一流的出版社，是在医药方面。书要在那里出版不容易，它比较严格。出版社编辑对我说，我们的稿子去到以后，基本上不需要审查，不需要大篇幅的改错，只是有极少部分改了一下，就可以直接上机了。其他的书都有一些错的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第二本是《澳门中草药》。为什么呢？《澳门中草药》的合作者是原来澳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，那是非常严格的，他们前前后后校对了6次，这个小册子即将要上机印刷的时候，还把胶片拿出来校对。一般到了胶片这个环节，是不准拿的，因为一改，全部胶片都要换了，会造成很大的浪费。所以这本书，在内容上先不说，从文字，中英文的文字上看，错的就很少。在第一册中我们只发现错了一个标点符号。这本书有这么好的质量，多亏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人员们科学的态度，严谨地把关。搞论文，搞研究都应该这样做。
记：老师您编写《中草药异名词典》的时候，会不会很辛苦？
李：不会，因为在这件事上有很多同事分工合作。
记：您所说的同事都是我们学校的吗？
李：都是我们学校的。除了我们人手充足外，还有一个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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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就是我们开始动手的时候，我交待的比较清楚。作为主编除了要出构思，动脑筋外，还要跟其他人交待清楚，让别人知道怎么做这本书，按照什么规矩做这本书。还有一个好帮手，就是担任副主编的周华老师，他后来去了香港浸会大学。他的电脑好啊！他排版完把稿子交给出版社，出版社基本不用改就上机印刷了。做得最辛苦的是《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》。这个是因为我们前期工作做得不好，交待得不清楚。使得后期校对工作太艰辛啦，有时候词汇出自哪里不知道哦，当时做基础工作的时候，没有注明出处，找不到这个词是哪里来的。有时候一个上午找都找不到。
记：当初为什么想到要搞这个异名词典呢？
李：因为我们中药的异名非常多。譬如我们用的大黄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川军，有些医生写方的时候是写川军，其他人看不懂。异名太多，我想归纳一下。搞一本书，都有我的思考，就是这本书是解决什么的。
记：在我们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有没有一些人感动了您，让您很难忘的？
李：嗯，这个有。这么多年了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第一个是原来教务处的处长何志通，他是老革命，他在我们学校当处长。当我们提出将中医中药翻译成英文这个事，他很支持。还参加我们会议。他这么一个工农干部很关心科学，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，而且他还对我说了：“老李这个事做不完的，以后还要继续做的。”我这样一做就做了30多年。现在，他劝我说要休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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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他只参加了我们的一次会议，但他懂得，他知道学问的宝贵。当年，他支持我的时候，我连个讲师都不是呢，即使我不是讲师，他也支持我，相信我。第二个，就是欧明教授。他中医、西医、英文好。他是解放前在岭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。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，是全英教学的，所以他英文很好。他能在中西医方面融会贯通。还有就是他师德好，平易近人，对学生好，对同事好，对属下好！医德好。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医德和师德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我比较感动的就是梁嘉。他是我们学校当年那个革命委员会的主任，当时他的级别是非常高的。这种领导很难找，平易近人。他一有空，就在学校走走，接近群众，聆听群众的心声。第四个让我很感动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妇科教授罗元恺，是现在很出名的罗颂平教授的父亲。他生前是全国人大代表，他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要为我们这个中医学院盖一个更好的图书馆。我们学校（三元里校区）的图书馆，就是他呼吁而来的。当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很旧，跟其他学校无法比。
记：他呼吁了多长时间？
李：他呼吁了好几年，坚持不懈地呼吁，他是一心为公啊！
记：最后，你对广中医的学生有什么寄语？
李：我觉得，首先要孝顺父母，还有呢，要对导师尊敬。这两点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同学之间要互相关心，要团结。还有一个，做学问要严谨。另外，适当学习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，也会对你们将来的发展很有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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